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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专属认识论何以可能?
———以熊十力为中心

韩 立 坤
(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37)

摘 要:面对科学的冲击,早期现代新儒家致力于阐述儒学认识论的特殊性与合法性。作为代表人

物,熊十力认识到儒学危机根源于“本体认识”的合法性。为此,他参照“哲学”范式,引进理智与思辨,并将

其与传统的体证法、修养法相结合,设定了“思辨法—直观法—修养法”的方法流程。他将“本体认识”分为

“理智”与“超理智”两类型,又用“经验认识”→“理性认识”→“直观认识”的无限循环来弥合二者的张力,实

际建构了完整的“本体论的认识论”。梳理审视其对儒学传统德性认识论的改造,对研究“现代新儒家”的

认识论思想,思考儒学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现代合法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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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熊十力在面对西方学术尤其是科学的冲击时反对彻底取消

儒学。他引进西学擅长的“理智”“思辨”,改造儒学传统的修养方法论与德性认识论,试图彰明儒

学形而上学专属的“本体认识论”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他对“理智”“思辨”在儒学“本体方法

论”维度中的环节步骤及在“本体认识论”维度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反复论证阐述。不过,学界在

理解其“本体论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时,在方法程序、认识流程、理论特质等重要方面,却存在

不同解读。例如,李泽厚[1]、宋志明[2]、李维武[3]、郭美华[4]等学者将熊十力的认识论视为一种基

于直觉方法去认识本体的直觉认识。李祥俊认为熊十力的认识论可包括“本体认识”与“现象认

识”两部分,但“性智”即“本体认识论”主要使用的是“证量”即直觉、体证的方法[5]。张学智认为

熊十力的认识论即“量论”的主要方法就是“证量”,因而仍是传统“心性之学”的路数[6]。张庆

熊[7]、王巧生[8]将熊十力的认识论视为是借助经验分析法、超越辩证法和体证法,既包括科学知

识又包括本体知识的认识论。张睿明则认为熊十力的认识论既包括作为“科学认识”的“量论”,

又包括“本体认识”的“境论”[9]。

整体上看,造成上述不同理解的主要原因,是熊十力在儒学话语(“体证”与“修养”等)、西学

话语(“理智”与“思辨”等)、佛学话语(“量智”与“量论”等)的互释互证与分辨分别中,始终存在含

混之处,因而使得学界或将其本体论与认识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分开梳理,或顺其区分科学与哲

学、理智与直觉的语境,而将本体认识与经验认识、思辨方法与体证方法、理智认识与直觉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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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基于此,本文采用儒学“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三位一体的特殊理路,可以更好厘清

其为儒学“道德形而上学”所创建的专属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相关问题。同时,亦可从其哲学概念

话语的含混表述中,厘清并审视其新儒学认识体系与知识范式的内在实质。

一、儒学传统德性认识论的方法危机

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中,作为核心的儒学始终关注如何在“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道德

实践中“安身立命”,因而虽未创造出系统的“科学认识论”①,但却有系统的“德性认识论”。事实

上,随着晚清国门大开,科学东传,近代学人魏源、冯桂芬、张之洞等借助“中道西技”“中体西用”

“中内西外”的新“知识模型”所表达的立场,正是中、西知识的类型分野与效用之别。不过,20世

纪初开始,随着严复、王国维对“科学方法”的普适化阐释,以及后期康有为对科学效用的普适化

肯认,尤其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等阵营对“科学方法”的赞许与拥戴,能否经受“科学

方法”的施用、改造与洗礼,已经成为能否获取“知识”资格之首要前提,并且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主义者试图借助“科学方法”改造一切哲学,导致以“天道心性相贯

通”为义理架构,以“道德形而上学”为理论内核的儒学遭遇到严重冲击。而1924年的“科玄论

战”,并未遏止“科学一元论”浪潮对儒学的冲击。作为论战中之主将,丁文江在1934年仍强调:

“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

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

科学的。”[10]358并主张:“举凡直觉的哲学,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识。”[10]370

面对“科学时代”里儒学的这种“道德认识”“道德学问”遭遇的“方法的危机”,新一代儒学家

们自觉审视儒学传统,探究儒学认识方法、认识类型的特殊性与合理性。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参

照西方“哲学”范式,借鉴普遍性的科学认识方法,以实现儒学的哲学化、知识化和现代化。其中,

作为开山人物,熊十力既承认儒学是“直觉的哲学”,同时又认为儒学与科学乃不同类型的学问。

其理据是二者认识的对象、方法、范式本就不同。其实,早在1932年出版的《新唯识论》(文言文

本)中,他就区分“智”“慧”两种不同的认识,并说:“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

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是实证相应者,名之为智,不同世间

依慧立故。云何分别智、慧? 智义云者,自性觉故,本无倚故。慧义云者,分别事物故,经验起故。

……见心乃云见体。然复应知,所言见心,即心自见故。心者不化于物,故是照体独立,而可名为

智矣。吾人常能保任此智而勿失之,故乃自己认识自己,而无一毫锢蔽焉。……今世之为玄学

者,弃智而任慧。故其谈体也,直以为思议所行境界,为离自心外在境界。易言之,即一往向外求

理,如观物然,而不悟此理唯在反求,只堪自识,遂乃构画抟量,虚妄安立。”[11]10-12

简言之,与科学相比,儒学这种“道德的形而上学”特殊性在于:在认识对象上,儒学将作为本

心的“良知本体”作为认识对象;在认识路向上,儒学采用“自返本心”的内向认识方式;在认识方

法上,儒学多采用“逆觉体证”“体悟直观”的直觉方法;在认识本质上,儒学依赖“心性工夫”“道德

修养”的德性认识。而在不同时期,熊十力也始终参照西学方法,论证儒学是借助“玄学方法”,向

内“识得本心”的特殊学问。而所谓的“玄学方法”,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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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51.



1.是超越“主客关系”“能所关系”的“逆觉体证”“反求实证”。与西方的科学、哲学基于“主

客二分”的认识范式,用“知觉构画”将本体视为“外在物事”不同,儒家哲学以“天道心性相贯通”

为准则,并不向外寻求本体,而是基于“心体”“性体”与“道体”的合一,通过自返本心来对道德良

知加以体认,领会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

2.是超越语言概念、分析思辨的“体悟方法”“直观方法”。与西方哲学仅以概念命题、理智

思辨外在描述本体,进而依据严密概念体系与逻辑系统,把握本体的“知识信息”与“形式特性”

(牟宗三语)不同[12],儒学擅长“不落文字”“休止思辨”,更多依靠直观体悟,即可体证本体的“内

容特性”,实现自我思想智慧与形上本体的内在统一。

3.是以“道德实践”“心性工夫”为主的“修养的方法”。此方法与西方科学、哲学使用的各种

假设方法、实证方法、数理方法、逻辑方法不同,乃是持续不断地对自我的道德良知进行反省、体

认,进而通过持续不断的道德实践与精神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价值与宇宙价值的终极契合。

总之,与西学主要依赖理智思辨、现象验证、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同,儒学主要借助德性直观、

自我体悟、修养实践的方法。由此,熊十力批评当时学界奉“理智思辨法”为圭臬,主张只有体悟、

体证等方能认识儒家的本心良知。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批评当时青年学生“日日

空言方法”。之后,他又批评学界受西学影响,或为“知识”所障,或为“言语”所弊,陷入支离破碎

之“意见”“私见”。而如此“生吞活剥,终成乖乱”,不能呈现人心的本然的良知,无法获得对宇宙

超越本体的认识[13]266。

但同时,熊十力在重建新儒学的过程中,又将儒学视为“本体之学”,主张“一切知识皆是称体

起用”[11]316,试图以儒学本体论统摄一切具体知识。为此,他改造儒学方法论与认识论,明确引进

西学擅长的“理智”“思辨”,试图将儒学“本体认识”理智化、思辨化。这也在当时引起诸多批评。

当时张东荪已发现,熊十力虽明确批判理智思辨法之滥用,但同时又将此方法嵌入重建本体

论过程中。张东荪认为,熊十力在论证本体时说:“本体的性质是单纯抑或是复杂,此一大疑问不

可不解答。唯心一元论执定本体是精神的。唯物一元论执定本体是物质的。两说虽有异而其以

本体为单纯性则一也。然试问唯心宗,单纯的精神性何以忽然产生物质? 试问唯物宗,何以忽然

产生心灵? 两宗毕竟无可说明其故。余敢断言本体是具有生命物质种种复杂性,不可任意想而

轻断定其为单纯性。”[14]764这显然已是采用理智思辨法。

梁漱溟与张东荪观点一致,他专门引用此段话,证明熊十力采用“推论”和“想象”方法,“却不

悟向外求知既陷乎能(主)所(客)对待之间,早与本体无涉”[14]773,并批评熊十力在科学方法与本

体方法间“迷糊不清”,将所谓“本体方法”与“科学方法”杂糅,最终导致本体论根基不稳。而梁漱

溟之所以一再批评其引“推论”“思辨”入儒学,在于梁氏明确认为,儒家形而上学的方法,只能用

“证会”“默识”“证悟”等直观方法,而不能迷信于逻辑分析法、理智推论法①。

与梁、熊同被称为“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也明确批评当时学界“喜称逻辑”,即迷信逻辑分

析方法,甚至以此彻底改造儒学。在他看来,所谓逻辑“本身便是一种执”,而儒学天道心性之说,

本就是“非情识所道者,岂可辄以逻辑妄加格量”[15]? 尤其是,科学认识不过是类似佛家所谓借

助比较、推理、猜想、分析等方法认识经验现象的认识形式———“比量”,因而分析思辨虽适合作为

“知识之学”的西方哲学,但却完全不适用于以“穷理尽性”为目的,以“切己体会”“豁然贯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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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梁漱溟在批评熊十力的同时,又抄录《十力语要》中肯定“证会”“默识”的段落,赞同熊十力在“本体-认识论”中对

直觉法的肯定态度。参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778.



认识方法的儒学[16]。

之所以引起争论,一方面是其他新儒家的保守立场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熊十力对理智思

辨的复杂态度。而若通观其著作,其语境中的“理智”实有两义。

1.在“科学认识”以及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中使用的“理智”,其主要表现为思议、辨析、推

理等方法,并服务于主客二分、物我二分、理器二分、道器二分的认识范式,纯粹是一种创造外在

认识对象的客观知识的“知识理性”。此种“理智”“就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

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亦被他称为“追逐境物”的“量智”[17]16。

2.本体论中把握形而上本体的“理智”。此种“理智”是将同样的思议、辨析、推理、论证等认

识手段,向内翻转而聚焦“本心良知”这个特殊对象的辅助方法。并且,这种理智分析与概念思辨

仅是整个认识本体全过程的初级阶段的方法,最终要在此基础上,“涤除”概念,“休止”思辨,归向

“本心之自觉自证”的“默然体认”。按其所说,认识本体的过程乃是“以思辨始,以体认终”[13]58。

可见,此种本体论视域下的“理智”,虽从一般意义上可说是“知识理性”,但根本却是服务于儒学

的本体论的“本体理性”“超越理性”“道德理性”。

所以,熊十力根本是将“理智”“思辨”视为一般性的认识方法与认识方式,肯定其在“科学认

识”与“本体认识”两方面均可发挥作用。而同是硕儒大哲,梁漱溟、马一浮仍然固守“玄学”的原

有方法,希望以此捍卫儒学的特殊性、合法性。相比之下,熊十力则更具现代“哲学”的视野与远

见,他既批判以“理智思辨”完全取代“体证直观”,同时又肯定前者可助人辨别真伪,为最终经由

“体悟”“证悟”认识儒学“终极真理”提供方法助力。

二、思辨认识与直观认识“相资为用”

熊十力在思想上早期曾赞同马一浮之说,认为儒学是聚焦天道实体的“玄学”。而天道心性

相贯通,“心之理”即“天之理”,绝非“现象规律”所能解释,只能自返本心,体证良知。所以,他才

反复揭示“理智法”的局限性,又批评当时的一些学者“直逞理智思辨”,将本体构造为“外在的物

事”“思维中的概念”“意念中追求的虚幻境界”[17]11。但在认识到儒学、玄学、哲学“乃一事”之后,

其方法论亦随之转变。如他说:“玄学者,始乎理智思辨,终于超理智思辨,而归乎返己内证;及乎

证矣,仍不废思辨。”[18]9

此转变之因由,是他认识到此方法可防止儒学“道德的形而上学”“良知本体论”成为武断、空

洞的“知见”①,或主观臆想。他明确肯定理智思辨的作用:“极万有之散殊,而尽异可以观同;察

众理之通贯,而执简可以御繁;研天下之几微,而测其将巨;穷天下之幽深,而推其将著。思议的

能事,是不可胜言的。并且思议之术日益求精。稽证验以观设臆之然否,求轨范以定抉择之顺

违,其错误亦将逐渐减少,我们如何可废思议?”[17]146甚至在儒学特殊的本体认识过程中,儒学传

统的体证、体悟等直观法是否有效,也依赖此理智思辨。

在我们看来,这种无思辨即无直观,无思辨即无本体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实际贯穿其哲思全

过程。例如,他在思想早期即细致辨析了古代哲学史中几种错误的形上学观点:第一种是“计执

实体是超脱乎法相之上而独在”,以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真如、唯心论的绝对精神为代表;第二

种是“计执实体是潜隐于法相之背后”,如唯识家的种子说、康德的物自体均属于此类;第三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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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十力也明确针对柏格森的“生命”、叔本华的“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儒家本心自证之“工夫”并非是通

常的盲目冲动与神秘体验。参见:熊十力.十力语要[M].长沙:岳麓书社,2011:114.



“计执实体是空洞寂寥,包罗宇宙万象”,以道家的“道”、张载的“太虚”为代表,并认为上述三种错

见同犯一大过,即“皆脱离宇宙万有而纯任空想去造出一种宇宙实体”[19]305-306。

在阐发自己的本体范畴时,他也全面使用理智思辨法,来界定其中核心的概念范畴①。如在

早期《新唯识论》中,他就确立了本体的六种规定性:1.备万理、肇万化的;2.绝对的;3.无形相的;

4.永恒的;5.圆满无缺的;6.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17]94。在后期的《体用论》一书中,他又归纳了本

体四种含义:1.万理之原、万德之端、万化之始;2.即无对即有对,即有对即无对;3.无始无终;4.是

变与不变的统一[19]14。显然,上述论述方法既有理智思辨、归纳演绎,又有逻辑分析、思量推度。

而在论证“体-用”关系时,他一方面严格界定“体”“用”概念的内涵,确立了“离用无体”“离体无

用”两大理论原则,同时又运用“海水众沤”“冰水之喻”“转燃香现火轮”等比拟方法、论证方法、启

发方法。

不过,他虽有意引进“理智法”以弥补传统儒学之不足,但同时也明确,单纯依靠此种“概念的

认识”,却不能直接把握“玄学上之真理”。其理由在于,理智辨析,虽有助于概念运用、命题表述

的“精严”“精准”,但若纯任理智去追求“名实相符”,或纯任思辨去穷究概念命题的内涵外延与逻

辑关系,那么可能会引导思维落入时空之维,以“经验实境”“物的共相”为本体,使得“本体观念”

经验化、具体化;或者囿于逻辑思维,陷入精细琐碎的文字的表面含义,且以“主观观念”“思维产

物”为本体,使得“本体观念”神秘化、抽象化。

所以,想真正认识“良知本体”,“必由理智的走到超理智的境地”[20]。即从以本体为对象的

“思辨认识”跃升为“直观认识”。前者之作用,类似于佛家费尽千言万语,扫荡“情识计着”,破种

种错解迷执之法:如辩证的思考、关联的比拟、错位的指向、辨析的推导等认识方法。按其所说,

此方法根本为“趣入证会境地之一种开导”[21]121。显然此“开导”说,同时亦明确了“本体认识”的

方法程序:在“理智”阶段,以“能-所”与“主-客”视角来审视“非”本体的错误对象,而“超理智”阶

段,则在语言论述与理智思辨的“百尺竿头”之后仍要“再进一步”,将所有关涉本体的信息要素、

认识资源、实践工夫等“信息源”“知识点”实现“有机式的融合”与“飞跃式的整合”,“观其会通而

究其玄极”,从而消除主客对立、物我对立,通过体证直观、证悟直观,最终达致“良知仁体”与“宇

宙道体”合而为一的“超理智的境界”。

在熊十力看来,重建儒家本体论必须处理上述两方法的关系,但各种沉溺于分析思辨与固守

于体悟证会的做法均是不可取的。他批评秦汉以后学人,思辨、体认“二者俱废”;宋明儒虽高谈

体认,而“思辨未精”,难免以“混沌为体认”;清季以来,国人“炫于理论,更不悟有体认之境”[22]300。

为此,他主张“由思辨而归于体认,直证真理”[22]300。并指出:“信、思、证,此三方面之功,不可少其

一。始于思,终于证,彻终始者,信也。……思者思辨,或思索、思考,皆谓之思,此理智之妙也。

极万事万物之繁赜幽奥,而运之以思,而无不可析其条贯,观其变化。思之功用大矣。……证者,

本体呈露,自明自喻之谓也。学至于证,乃超越思辨范围而直为真理实现在前。”[21]92

三、思辨认识与修养认识“冶为一炉”

如上文所言,熊十力始终是在“本体认识”框架下运用“理智”。此“理智”虽在形式上表现为

“对象性”的认知与观念,并采用综合判断、理性反思、模拟推导、领会贯通等一般方法,但其穷究

之理,却非“科学认识”对“物道”的概念性直观、外向性整合、事实性总括,而是通过对真假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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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元培在为其1932年出版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作序时,就明确认为熊十力采用了以“分析推求”为基础的“哲学家方法”。



分析辨别,实现对“天道”(同时也是“人道”)的“内向性呈现”与“超越性直观”。所以,他采用“理

智法”的分辨、甄别、判断,助人摆脱具象的、琐碎的经验性思维,剥离错误的本体观念,根本是为

培育、显豁人所本有的“良知”服务,从而助人正确认识本体。按其所言,即是“从知识方面种种遮

拨、各种开诱”,以及在此基础上,“触处体认、触处思维与辨析”而“随机开悟”,方可引导人们上达

“玄学上超知之诣”①,以“体认”“体证”本体。

所以,熊十力对儒学“本体认识论”的贡献在于,他正确认识到,在“本体认识”的过程中,并不

需要绝对否弃“经验”,悬置其他经验类知识[23]。他曾明确主张:“儒家于形而上学主体认,于经

验界仍注重知识。有体认之初,以主乎知识,则知识不限于琐碎,而有以洞彻事物之本真;有知

识,则辅体认之功,则体认不蹈于空虚,而有以遍观真理之散著。”[21]130还说:“大哲学家之思辨,由

实感发神解,神解必是悟其全,而犹不以傥来之一悟为足也,必于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之际,触处体认、触处思惟与辨析,然后左右逢原,即证实其初所神悟者。至此,若表之理论以喻

人,固亦是知识的,而实则其所自得者是超知的,但不妨说为知识耳。”[18]35也即是,理智思辨的作

用,正在于帮助人们实现从“经验认识”向“本体认识”的飞跃,从“思辨认识”达到高级阶段的“直

观认识”[7]。

这种“本体直观”,是在“理智思辨”之后,对所获的认识信息加以统合所实现的特殊的认识飞

跃。他描述此种直观时说:“自他无间,征物我同源;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至微而显,至近而

神;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不起于坐,而遍周法界;是故体万物而不遗者,即唯此心。见心乃云见

体。然复应知,所言见心,即心自见故。”[11]10-11他也曾将此直观,视为一种“离言”“离思想”的特殊

认识形式。所谓“离言”,是到此时“言语道断”,无法继续借助语言描述本体。所谓“离思想”,其

根本是不受经验常识、科学知识、逻辑推导等一般认识思维的制约,同时排除各种主观的情绪、记

忆、猜想、描摹等无关因素的干扰,而通过对道德良知的自我审视、自我开显、自我体证,实现“真

体现前,默然自喻”[21]308。

这种“内向性”“超越性”的直观在古代儒学中有深厚的传统,并主要表现为“不杂妄想”“操存

本心”“保任本心”等持续性的自我心性修养。而熊十力也径直将使本心良知得以呈露的“直观

法”等同于传统的修养论、工夫论。事实上,熊十力早在1936年与张东荪讨论哲学方法时,就认

为理智思辨虽可“救主观之偏蔽”,但最终仍要有“治心一段工夫”[21]104。他还主张:“西哲思辨,须

与东圣修养冶于一炉,始可得到本体。”[17]545

而之所以“思辨”与“修养”并用,是因为人们可以借助理智分析、概念思辨去探讨本体论问

题,获得关于本体的认识信息,并可以此直观到本心“良知”即是本体,达到“始乎思辨而必极乎体

认”与“体认有得终亦不废思辨”的要求[24]。但是,正如“科学认识”在获得认识真理之后,要检验

验证并实践运用一样,“本体认识”在直观到“良知本体”后亦并未完结,而是需要继续运用与之适

应的“涵养”工夫。原因在于,一方面,从“本体认识”的进程而言,即便经由“思”“证”而“明心见

体”,但本心“良知”本是精微的善念,人之识见又总受锢蔽,因而仍需不断在认识上、思想上、实践

上辨别审视、渐修渐进。另一方面,从认识内容看,认识到了本体,并非是儒学认识论的终结,而

是仍需遵循“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的原则,既“明体达用”,以认识真理指导实践,同时又将新的

实践经验、实践知识作为新的认识进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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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此而言,熊十力与他批评的冯友兰,在分析本体和语言的关系时借用的“筌鱼”之喻上,在处理分析法与直觉法之程序

上,基本一致。参见: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M].长沙:岳麓书社,2011:67,185.



甚至虽然借助“理智法→直观法”,“本体认识”可由“理智”阶段上升到“超理智”阶段,但要实

现“本体直观”,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认识主体的思维水平,以及其能否准确运用理智思辨,而这也

与认识主体的哲学修养与境界水平有重大关系①,此即他所谓“夫本体必待修养而始显”[17]752的

深意。并且,即便直观到“良知本体”,但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维度与外在生活实践的复杂环境,

仍会造成对“良知”的遮蔽,因此仍要“反求诸己而慎修以体之,涵养以发至”[18]9。由此,也可以理

解,他为何提醒,在“洞见道体”后,仍需要“慎修”与“涵养”,以及设定“思修交尽”的重要意义[18]9。

所以,熊十力理解的儒学“本体认识论”,其具体方法环节实有“理智思辨→体证直观→修养

工夫”三阶段,而完整的“本体认识”过程也是“修养认识→理智认识→体证认识→修养认识”的反

复深化与无限循环。所以,在其“本体论的方法论”中,“理智”“思辨”是辅助性、必要性的方法,体

悟直观、修养工夫则是主体性、根本性的认识方法,而在“本体论的认识论”中,理智认识、思辨认

识是基础环节,哲学修养、超越智慧才是最终凭借。

并且,他也明确认为现代儒学本体论的认识方法、认识形态与古代儒学存在显著区别。事实

上,他曾明确批评古代儒家主张“静养”,从而把后天的感性认识、经验知识全部否定、剔除的“绝

欲工夫”。同时,他认为古儒的认识方法专向内心用功,必走入“寂灭”,同时还容易“好执意见”,

其最大问题是必然导致人们“内守孤明而不推致此良知于事物上去,即缺乏辨明物理的知识。而

此一念之明,未经磨练亦靠不住,乃任意见起而蔽之。亦即以意见为天理”[21]199。所以,他将现代

儒学规定为“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18]9。根本目的,就是借助理智思辨,将儒学体证直观的“本体

认识”与内向修养的“德性认识”对接上现代学术的理性化、知识化范式,以此规避古代儒学自我

体验的神秘性、主观性等问题,实现儒学的哲学化改造。

四、熊十力思想体系中认识论的实质

正如上文所言,熊十力从“科学认识”与“本体认识”两个维度去分别衡定“理智”的作用,问题

意识是清楚的。只是,他没能借助白话文的哲学话语予以更清晰的阐释,始终囿于佛学话语中的

“境论”与“量论”、“性智”与“量智”之别,从而造成学界对其新认识论的解读迥然不同。

而造成此难题的起因是熊十力在晚年《原儒》一书中,明确说原拟作《量论》一书,但精力已衰

终未写出。而“量论”一词又与“境论”有关。最早在1923年的《唯识学概论》中,他就将欲写作的

思想体系分为《境论》与《量论》。前者按佛学来说主要就是“本体论”“宇宙论”,后者则是“认识

论”[25]。同时他指出,“境论”乃为“量论”的“发端”,即“认识论”乃以“本体论”为基础。1926年从

他进一步将“量论”分为“分别”与“正智”开始,他即确立了“经验性的思辨认识”与“超越性的直观

认识”的“量论”结构。在此之后,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他也提及“量论”是“关于知识之辨

析”[17]6。直至《原儒》一书中重提“量论”时,又分《比量篇》与《证量篇》。在《比量篇》中,他想研究

两种认识,一种是“辨物正辞”,即以概念推理与逻辑分析方法获得的认识,一种是“穷神知化”,即

用辩证法获得的超越的直观认识。而合两种认识称为“量智”。《证量篇》要研究的“证量”,是本

心“自明自了”“默然内证”,即主要讨论体证方法并以此达到“性智”认识。

与《境论》即“本体论”“宇宙论”相关的“性智”,学界并无争议。按熊十力所言,就是“自性的

明解”[22]28。“自性”就是儒家本体论一贯肯定的人人先天皆有的“良知良能”,表述的是形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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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语境中的“思”,本身也指向形上学的、本体论的“尽性”。沈顺福曾专门讨论此问题,强调“养

性活动便是思,思即养性的行为”。参见:沈顺福,赵玫.思:思维还是生存? ———论中国传统哲学中“思”的概念[J].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2):28-35.



本体。显然,“性智”的本质属性也规定了要以“证量”即体证直观、体悟直观为主要方法。而在中

西学术比较语境中,熊十力始终借用“性智”与“量智”来分辨儒学的“本体认识”与西学的“思辨认

识”“科学认识”,并将“量智”等同于“追逐境物”的“理智”。同时,他又以“证量”“比量”两方法分

别对应此两种认识。因此,在儒学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三位一体的理论重建中,追问《量论》究

竟是否写出,根本在于“量智”在本体论建构中是否得到运用以及如何表现。

而对此《量论》究竟有否写出,学界数十年来也未达成共识,对此张睿明在《熊十力“量论”思

想研究综述》文中将代表性观点分为三类[9]。

而依据本文主题,笔者结合张睿明的梳理,改为以下三类代表性观点。

一是基于熊十力始终区分儒学认识与科学认识的差异性立场,多将“量智”视为一般的科学

认识论与经验认识论。以李泽厚 [1]、宋志明[2]、李维武[3]、李祥俊[5]、郭美华[4]等学者为代表。在

笔者看来,这并未透至熊十力思想中基于“体用不二”原则在“性智”与“量智”间架构的本体逻辑,

尤其不能把握“量智”在“性智”中运转的新儒学“本体认识论”的特殊设定。

二是从中国特色、儒学专属的视角来理解熊十力儒学语境中的“量智”。此类观点认为,除了

他所批评的纯粹借助“理智思辨”而构成的“量论”外,还存在着另一类型的“量论”。如郭齐勇将

现代儒学的“量论”视为“对于‘本体’的一种体证或契悟的方法论”[26]。张庆熊将现代儒学的“量

论”视为包含“1.‘辨物正辞、实测以坚其据’的经验的和分析的方法;2.‘穷神知化’的辩证法;3.良

知及内证的途径”的“中国特色的知识论”[27]。景海峰将其视为“广义的知识论,涵盖了逻辑学、

辩证法、认识论、心理学等内容”[28]190。他们虽然揭示了熊十力思想中存在着一种与一般的知识

论(认识论)不同的“量论”,但他们并未全面细致地厘定“量论”自身的“思证兼用”的特殊结构以

及“量智”对“性智”得以可能的“辅助”作用。

三是认为在熊十力语境中,“量论”主要指科学认识论、经验认识论,但该观点基于熊十力“性

量合一”的本体论与方法论、认识论合一的原则,将“量智”始终纳入超越的“性智”———“本体认

识”与“德性认识”,将“量论”(科学)纳入“境论”(本体论)之中去理解。王巧生认为:“若无性智或

本心,便无理智辨物析理的作用,自然也无法成就经验知识。”[8]张睿明则主要从“创起物象”的认

识心去理解“量智”,且因为“性智”自始至终的主导作用,以及熊十力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合一,

故将其“心学本体论”整体上视为一种新的“量论”[28]。

在笔者看来,上述研究把握到了熊十力“量论”思想的某些方面,但均不全面。究其因,是作

为概念使用者的熊十力,自己并未摆脱“由佛转儒”的思想背景对他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既没

能力借助现代哲学话语对引入的佛学概念加以清晰准确的解释与界定,又径直以此佛学概念来

厘定儒学认识与西学认识的关系。因而若受制于他本就含混的概念架构,自然会造成对其“量

论”的不同解读。

首先,他在儒学与西学比较语境中,基于儒学良知本体论的“内向认识”,批评西学“外向认

识”,后者即为“科学量智”。但在专门论及儒学“道德形而上学”论域中的方法论、认识论时,他还

使用了另一种“量智”。具体说,他设定的“思证兼用”就是“比量”与“证量”兼用,并表现为从经验

认识、思辨认识、概念认识,最终达到直观认识的过程。其中,“思修交尽”就是“证量”→“比量”→
“证量”的无限循环。因而不能仅将“证量”即体悟直观理解为“止息思维,扫除概念,只是精神内

敛,默然反照”[17]8的静止的、自我的心理认知状态,而应将其理解为不断地面对经验对象、认识材

料、生活事例而实现自我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理性的显豁,从而无限显露并护持本心“良知”的

动态过程。而支持作者结论的,正是熊十力在《原儒》一书中再度论及如何实现“证量”时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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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思维与修养交致其力,而修养所以立本”[30]8-9。

可见,上述部分正是他所拟作《量论》书中的主要内容。只不过,这种特殊的认识形态,不是

“科学认识论”意义上使用“比量”“证量”而获得的“科学量智”,而是始终在道德修养与心性工夫

的“性智”中运转的“本体认识论”中的“本体量智”。或可说,在熊十力的语境中,前一种“量智”乃

专指科学理智;后一种“量智”则是在儒学道德修养统摄下服务于“本体认识”的“本体理智”。因

而,简单讲“熊十力的性智为本体之知,量智则是具体事物之知”,就没能揭示熊十力“本体认识

论”中“量智”的复杂性[31]。

由此,也可以明确,虽然熊十力多将本心“良知”的明觉径直称为“性智”,但却不可将此明觉

简单等同于“默识”本心,而应将其理解为“修养→(本体)量智→修养”的,由道德修养与心性工夫

主导的“本体认识”的全过程。而他所深以为憾没写出的“量论”实际只是“科学比量”部分,只是

纯粹以“吾人理智依据实测而作推求”[22]315得到的认识论,即“科学的认识论”。而“本体论的认识

论”形态的“量论”,根本早已写出①。且此儒学“本体认识论”意义上的“量论”,既包括理智认识

又包括直观认识,既包括概念认识又包括体悟认识,既包括经验认识又包括超验认识,既包括事

实认识又包括道德认识。

当然,按照熊十力以“性智”主导“量智”的基本原则,一切经验认识、概念认识、思辨认识,最

终均要服务于返识“本心良知”的德性认识、修养认识。所以,即便按其“思证兼用”原则,理智思

辨可在“本体认识”中发挥基础作用,但其却根本是在“思修交尽”的道德体悟、心性修养的价值逻

辑之中运转。这样,熊十力所期望的确保现代儒学的理性化、知识化的“理智思辨法”,在“本体直

观”之前如何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提供准确的“经验认识”“概念认识”,并在“本体直观”之

后如何继续针对他所自觉排斥的“神秘直觉”与“虚造构画”而发挥作用,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甚至,有时他又将体悟直观、修养工夫与人的“根器利钝与熏修疏密”[21]120差别相挂钩,也体现了

其重建新儒学的方法论、认识论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而这种“思修交尽”的“本体认识”全过程中,“理智思辨”尚不能确保发挥一般的认识作用,即

作为“本体量智”以服务于认识本体的目的。那么,按照熊十力所想,为强调儒学在“科学时代”的

合法性,从“儒学性智”中再推导出可以独立进行科学实验,创造科学原理、坚持科学原则、捍卫科

学尊严的“科学量智”,就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熊十力在道德良知与科学理性之间建

立“体用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有创见性[32],之后也被作为其弟子的著名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唐君

毅等接续,并在“良知性智”(道德心、道德自我)与“科学量智”(认识心、科学心)间建立了“良知坎

陷”[33]与“良知附套”[34]两类逻辑,但儒学“德性认识”与科学“事实认识”之间的“创生关系”,却始

终存在明显的理论张力。究其因,正在于儒学的“良知本体论”的内向性、道德性、体验性的“德性

认识范式”,天然地即与外向性、对象性、实验性的“科学认识范式”相背反。事实上,景海峰在论

及熊十力的认识论时,曾指出:“唯识学极端神秘化的内敛式心灵观照的基本框架,使熊十力很难

找到一条将主客二境有效分开的路子。”[28]188刘爱军也强调,熊十力所谓讨论认识内容的“量论”,

“始终未能与形上学的境论有效区分开来”[35]。

这样,熊十力虽然在聚焦认识本身的形式上,同样讨论了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相类似的一系

列问题,如认识的类型、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结构、认识的方法、认识的标准、认识何以可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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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20.



的有效性等问题。但其基于儒学“道德形而上学”设定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架构,很难

为“科学量智”即聚焦经验事物的数量关系与时空规律的“科学理性”提供独立运转的空间,“科学

认识论”自然无法独立存在[36]。所以,其虽写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论域下的“本体量论”,却未

能写出纯粹客观的讨论认识本质问题的“科学量论”。

五、结 语

熊十力虽没有写出“科学认识论”,但却写出了儒学“道德形而上学”范式下的“本体认识论”。

可以说,他对儒学现代转型的主要贡献,除了创发“体用不二”的本体论,还在于新的方法论与认

识论的建构。事实上,熊十力的上述改造方案以及对“本体认识”与“科学认识”关系的处理,在其

弟子即同样是港台新儒家重镇的牟宗三、唐君毅那里得到诸多继承、推进与创新。具体表现在,

他们均以“哲学的范式”改造儒学,并将哲学思辨、哲学论证、哲学逻辑纳入儒家“道德形而上学”

的研究与建构之中。

牟宗三最早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完全是运用逻辑分析、思辨论证的方法,来讨论本体论

建构的不同方式之合法性问题。而此书和之后《现象与物自身》等书,也是基于“良知本体论”的

判教立场,讨论了哲学认识论尤其是儒学认识论的诸多重要课题。唐君毅在论及哲学与科学的

差异时,曾明确,哲学主要依赖“思辨法”“体验法”“纯理的推演法”“比较法”。但之后,他又为一

切形而上学设定了一种“超越的反省法”,即对于哲学语境的认识、存在加以反省,以获得另一种

超越的认识、存在的方法。而儒学“道德的形而上学”同样可借助此方法的“分析”与“综摄”,从一

种“经验知识”获得另一种“超越知识”,从一类“经验存在”获得另一类“超验存在”[37]。他们的论

证、阐释较熊十力更精细、更系统,尤其在“本体论的认识论”视域下处理“本体认识”与“科学认

识”的关系时,相较乃师有了更深入的创新与推进。因此,熊十力在儒学“道德形而上学”视域下

的“本体方法论”“本体认识论”的研究讨论,以及所关涉的诸多课题,对新时代深化研究现代儒

学、现代哲学的发展转型的内在理路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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